
「为了让陶家寨老幼能吃饱饭，我们将全生产
队田地分到各家各户。如果谁因此事进班房，这
家人的生产生活由大家负担；谁要说出去，天打雷
劈，大家撵他滚出陶家寨。」关岭县顶云乡陶家寨，
当年「顶云公社」陶家寨生产队队长陈高忠凭记
忆口述了那份「保密协议」。

这份「保密协议」后来成为整个村寨在困难时
期填饱肚子的重要支撑力量。陈高忠是当时签订

「保密协议」的 7 位主事者之一。当年的「老夥伴」
有 3 位已经过世，如今只剩下陈忠富、罗定尧、
陶天银和自己。

谈及签订「保密协议」，老人们一肚子苦水：
为什么要分？实在是活不下去了。陈高忠回忆，
人民公社搞了七、八年，社员出工拖拖拉拉，前面
的人到了地头，后面的人还在家里。窝工现象严重，
活也干得马虎，导致粮食收成一年不如一年。

「1975 年以前，粮食省着吃，也只够半年。要
往里面加谷糠、树皮、野菜才能勉强够吃，但是
吃了糠消化不了，肚子胀得难受。我大儿子也饿
死了。」 回忆起那一幕，陈忠富不禁哽咽起来。

「人要活下来，饭总要吃饱啊！怎么办？只能
自己救自己。」陈高忠自问自答。干了一辈子农
活的他深知只有给自己干，才「浑身有力气」，
但这又违反上面的规定。如何能够让大家吃饱饭
又自己又不坐牢？他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

「大逆不道」的包产到户
接下来的几天，陈高忠分别与陈忠富、李国昌、

罗定尧、罗明才、罗国明、陶天银等几位自己能说
得上话、信得过的老乡私下碰头，研究「签个协议」。
而这几位基本都是寨里罗、陶、陈等几大姓的代表。

陶家寨的后山，有一块 100 来平米、被当地人
称为「灯盏凹」的凹地，宽阔且隐蔽。1977 年 3
月初，陈忠富等 7 人冒着「批斗」、「坐牢」的危险，
在这块凹地上签下了本文开头的「保密协议」。

当天深夜，他们将一张写下全生产队 30 户人家
名字的牛皮纸挨家挨户送上门，分别由各自的户
主打上了「手模印」。从此，顶云公社陶家寨生
产队的土地实行了「包产到户」。 

以后，只要有人到此检查生产，大家就集体出
工干活，回家后再计算换工账。另外，他们还编
造了一套工分册、收支账和年终结算分配表，以
应付检查。

1977 年，安顺地区的粮食生产总量还是很低，
群众吃饭仍成问题。但由於「包产到户」，陶家
寨粮食生产大丰收，不仅各家各户有余粮，个别
胆大的群众还悄悄将粮食背到永宁、花江等地集
市上去卖。

差不多同一时期，顶云乡又有 16 个生产队实行
「包产到户」，粮食平均产量比前一年增长三成，

在大災之年创造了粮食产量历史最高水平，人均
收入从几十元增加到两百多元。

「典型」诞生一波三折
1978 年 11 月 11 日，贵州省报《贵州日报》在

头版头条发表了《顶云公社：「定产到组」姓「社」
不姓「资」》、《「定产到组，超产奖励」行之有效》
等三篇报道，並加上编者按，旗帜鲜明地肯定「顶
云经验」。

代表官方态度的《贵州日报》这三篇报道，如
同在社会上放了一颗原子弹，引起两种截然不同
的争论：有的官员囿於传统的认识，对此相当抵触，
甚至有的县在开电话会议时说贵州日报在「搞复
辟」。而更多的群众则说这是贵州日报最值钱的报
纸，有的农民用红纸把这报纸包好，放在箱子底下，
为自己搞「单干」壮胆，有的邮递员拿着这种报
纸对农民说：「给你们送粮食来了。」

为人所不知的是，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王朝
文后来在《省委是怎样下决心允许包干到户的》文
章中透露：当时农民要求单干，领导不许要求纠偏，
结果就是农民罢耕。几个省委常委，在不要工作人
员不要秘书不
要记录的情况
下开会讨论，
结果是承认现
状，停止纠偏。

为填饱肚皮
而做出的「包
产到户」选择，
却因顺应时代
要求而被树立
成「典型」推
广，这或许是
在陈忠富等几
位老人的意料
之外。这表面
上看一种伟大
的创举，实质
也是百般无奈
下的选择。

距离县城关岭 18 分钟车程，距老沪昆公路 320
国道仅 8 公里，这是顶云乡的地理位置。时至今日，
仍有人不时来顶云寻找当年的影子，不过大多数会
失望而归。

30 多年前曾经引以为豪的「顶云经验」，除了
被喷绘成宣传页悬挂在乡党委办公室外，也就只有
田地间耸立起来的一块孤零零的「顶云经验」纪念
碑，碑上刻有当时《贵州日报》三篇报道的节选。

「改革先驱」艰难度日
被人戏称为「改革先驱」的陶天银是健在的 4 位

老人中最年长的一位，也是生活最贫困的。一间昏
暗狭小的老房子、没有一件像样的傢具。

一年多前，由於一场大病，老人身体每况愈下，
无力种庄稼。儿子儿媳又常年在外打工，只能将四
亩土地租给别人，如今老人所有的经济收入，就是
一年不到 2000 元的土地租金、农村低保，以及外
出务工儿子每个月寄回来的两三百元钱。

同陶天银一样，当年的几位历史亲历者，现在
大多离开了几十年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在整个陶家
寨，佔据人口三分之一的劳力已改变了谋生渠道，
他们大多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和孩子。成片的土地
只能荒芜，或租给别人经营。

据了解，目前顶云乡的农民人均收入仅为 1732
左右，也就是关岭县的平均水平。但是，基础设
施建设还很落后，16 个行政村仅有 5 个村通油路，
只覆盖了 40% 左右的人口，有 3 个村还是近两年

才实现通车的。

王保民：穷根在改革力度不够
1982 年， 时 任

贵 州 日 报 常 务 副
总 编 的 王 保 民 一
次考察前往顶云，
在 他 眼 中 的 顶 云
同 样 是 挣 扎 在 贫
困 线 上。「 当 年
汽 车 开 到 一 个 大
坝 里， 突 然 从 四
面 八 方 跑 过 来 很
多 小 孩， 大 概 有
四 五 十 个， 围 着
汽车看了半天」。
王 保 民 的 第 一 感
想 是， 这 么 多 的
孩 子， 吃 饭 问 题
可不好解决啊。

为 何 在 中 央 已
经 肯 定「 家 庭 联

产承包责任制」后，分产到户已经五六年的顶云还
这么穷？王保民分析：纵向对比，顶云是比过去日
子好过。但是横向上来看，因改革停止或力度不够，
导致与周边区域相比仍然「贫穷落后」。当然，这
也与当地处於领导关注视线之外有关。

「当年的改革先行者，现在还更需要改革，还需
要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才能真正彻底的改变面貌。」
王保民说，自然，这些农民不具有继续改革的「义
务」。

顶云呼声：再改革 拔穷根
时至今日，时移世易。为充分利用好农村土地资

源，走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道路，创造了「顶
云经验」的顶云乡实行土地「打包经营」，再次走
到了探索土地有效利用的前沿。

据 顶 云 乡 党 委 书 记 金 开 虎 介 绍， 从 2004 年 至
2006 年，顶云乡已经进行了「三年三尝试」，第
一年集中了农户的土地 100 亩、第二年 200 亩、
第三年 300 亩，分别选择种植大户或科技能手进
行「打包经营」种植西红柿。农户从承包经营者手
中收取土地租金，再到经营者的地里「打工」挣工
钱。

到目前为止，关岭自治县土地流转「规模经营」
模式在全县蓬勃发展起来。2007 年以来，花江镇、
八德乡、关索镇、坡贡镇等 13 个乡镇 600 多名种
植能手出面租地经营，形成规模种植的土地面积
达到 3 万余亩，先后建成了断桥早菜基地、新铺
西瓜基地、板贵花椒基地、坡贡生姜基地、永宁，
顶云晚秋淡季蔬菜基地、花江蚕桑种植基地等 120
余个规模种植基地。3 万余亩土地为当地群众增加
纯收入 4000 多万元。

肚皮问题引发「保密协议」

改革符号的
现实图景

顶云：改革符号的前世今生

■陶家寨目前还健在的四位「改革先驱」重回当年秘密签订协议的「灯盏凹」。从左至右分别为：陈高忠、陈忠富、陶天银、罗定尧。 （顶云乡政府供图）

改革开放贵州报告 节点篇 

其实，在陶家寨的 7 户农民极为隐蔽地按手印
签下「保密合约」时，顶云周边的一些地区已经
或多或少迈出了「定产到组、包产到户」的步伐。

在历史见证者、时任《贵州日报》常务副总编
的王保民看来，「30 多年前，顶云乡搞『单干』，
既不是第一也不是唯一。至於为什么成为了改革
典型，有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改革地区处於领导视线之外
1978 年以前，中央是反对搞土地分产到户的，

批刘少奇和邓子恢都是为此。但实际上全国很多
地方名义上是集体制，私下都是在搞责任制。王
保民回忆：「当时，四川就是因为搞责任制而撤
了两个地委书记。贵州镇宁县的六马、普安等地
私底下其实都已开始将土地包产到户。」

改还是不改，这是个问题。甚至作为政治风向
标的《人民日报》，今天登个群众来信说赞成单
干，明天有个群众来信说不赞成，没有敢拿出一
个明确意见。

王保民总结，这些私底下实行土地改革的地方
有许多共同点：特别穷，交通落后，生活在领导
视线模糊处。不过，这也给他们偷偷实现包产到
户提供了现实可能。在经济发达、交通便捷的地
方，领导常常去视察，他们也不敢搞『单干』。」

时任高层肯定「顶云经验」
「顶云作为一个典型被发现有很多的机遇。」

王 保 民 回 忆，「 1978 年 的 10 月 底， 当 时 的 贵

州省委书记马力到兴义去检查工作，回程中临时
在关岭停留大半天。」当时的关岭县委书记李清
泉与副书记黄学境向马力汇报了集体生活好、集
体生产如何巩固提高一类的套话。

在间隙休息时，两个书记私下琢磨，要不要把
顶云的特殊情况汇报下。王保民回忆，当时李清
泉很忐忑，吞吞吐吐地说「有个顶云公社在搞责
任制，好像还不错，粮食也增产。」边说还边观
察领导的态度，担心会不会因为此时把二人给撤
了。

结果当时马力的回答令李清泉如释重负，「也
可以嘛。你们可以写一个材料交给我。」后经一
次省委常委会，马力谈及关岭有个地方搞个实验，
搞责任制，搞定产到组，还不错，这个做法还可

以。

「顶云典型」是个巧合
王保民介绍，其实当时省报实际上准备了七八

篇稿子，准备接连发。可是，正逢马力到北京开
会。在贵州主持工作的领导摸不清楚一把手的态
度，所以最终不同意再发，余下文章也就没有面
世。「但是，这三篇稿件已经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王保民说。 

在王保民看来，「因为种种机遇，所以选择了
顶云，並不是顶云有多突出，李清泉当时也是顺
口带出，主要是探领导的口风，领导说可以嘛，
结果就搞了。顶云之所以是典型，一切都是历史
的巧合。」

改革典型：历史的必然与偶然

■陈高忠认为，不是他们有改革
的眼光，而是「被肚子饿逼出来
的」。                            王娴 摄■贵州日报前总编辑王保民表

示，顶云成为改革典型，有其
必然性和偶然性。       虎静 摄

■矗立在田间的顶云经验纪念碑，似乎仍向人们诉说
往日改革者的「大胆之举」。                          王娴 摄

■经过「打包经营」，将土地流转到种植大户手中，
当地农业发展呈现一片欣欣向荣。图为顶云乡的一
片蔬菜基地。                                顶云乡政府供图                            

「什么时候抓了改革开放，发展就提速；什么时候不抓改革开放，发展就停滞不前。」
在此间召开的贵州省改革开放工作会议上，贵州省长赵克志在诠释「改革开放」与「发
展」的关系时，特意提及 1976 年的关岭县顶云公社。

顶云，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地方，如何与安徽小岗村一起成为名噪一时的改革典
型？「定产到组」又是如何兴起的？这个曾经具有「符号性意义」的地方如今发展现
状又如何？

36 年后，本报记者走进了顶云乡。
香港文汇报记者 路艳宁、虎静 ，实习记者 温志超 关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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